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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辩证法的交锋

———从方法论视角看 《哲学的贫困》对 《贫困的哲学》的批判

姜汪维

摘　要：面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丰富遗产，蒲鲁东将其理解为概念的堆积，马克思则看到了否定性的革命力量。

蒲鲁东将辩证法的逻辑起点设定为二元分裂，马克思则将其视为矛盾的统一体。蒲鲁东将辩证法演绎为合而为一，

马克思则将其演绎为对立统一。通过对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得以初步建
立：一是将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性活动确定为物质生产实践；二是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确定为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运动发展史；三是将未来社会实现的主体确定为无产阶级。在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主义第一次以整体面貌出现。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贫困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实践

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与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都尝试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对黑格尔辩证法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原理，蒲鲁东和马克思因对其理解不同、

运用不同，结论也截然不同。正如苏联学者卢森贝所指出的，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 “首先
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①。正是在对 《贫困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
本原则得以建立起来。

一、对辩证法的理解：概念堆积与否定性力量

蒲鲁东声称自己掌握了辩证法，但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可归纳为六个字：正题、反题、

合题②。正题是 “肯定”，指 “好的方面”；反题是 “否定”，指 “坏的方面”；合题是 “否定之
否定”，指的是 “保留好的方面，去除坏的方面”。这就是蒲鲁东所理解的辩证过程，由此他
构建起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姜汪维，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石河子大学副教授 （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队伍建设研究》（１６ＪＤＳＺＫ０３７）；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央财经

大学）资助项目 （ＺＣ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２９）。

　　①　 ［苏］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４６页。

　　②　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蒲鲁东与马克思的 〈哲学的贫困〉》，载 《中共福建

省委党校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8.03.009



　　首先，蒲鲁东将一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机械地置于正、反、合的框架之内。他认为，如果
“劳动”是正题，那么 “资本”就是反题， “平等”则是合题；如果 “使用价值”是正题，则
“交换价值”是反题，“构成价值”是合题；如果所有权的 “共有”是正题，则 “私有”是反
题，“互助”是合题①。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实际上是编造了一个自我设定———自相对立———

自相合成的公式②。显然，这种简单的逻辑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那里学到了一些术语，并不是
对资本运动过程的描述，而是一堆抽象概念的串联，既无前提亦无界定，全凭任意的编排，

再辅之以一些经验现象的佐证，其结论必然偏离经济活动事实。比如蒲鲁东认为，只要处理
好商品在流通过程的出售价格和成本价格的关系，就可以实现经济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具体
办法是使 “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③，使商品价值与市场价格相等，在此基础上
建立互助合作的 “人民银行”，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重建社会平等。在蒲鲁
东看来，“价值尺度理论或者价值比例理论其实就是平等的理论”④。马克思的观点与之针锋相
对，他认为，商品的出售价格不必完全等同于成本价格，也不必等同于商品价值，因为商品
价值必然包含着成本价格和剩余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蒲鲁东所谓的 “构成价值”，模糊了具
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工资与劳动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界
限，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简言之，价值增殖的秘密表面上完成于流通和交换，

实际上根源于生产过程。通过对 “构成价值”这一概念的批判，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价值虽
然是一个 “物”的概念，但本质上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历史范畴，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
展的产物。而蒲鲁东却颠倒了，认为现实的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一些原理和概念的化身，改变
对概念的赋义就能改变现实的困窘。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消除贫富分化，重塑社会之公平正义。从辩证法的角
度来看，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机械地认为 “合题是通过对两项绝对对立的概念不断地肯定或不
断地否定”⑤，并把它看做是同义反复，从而否认了矛盾是具体的、历史的运动。

其次，蒲鲁东没有看到否定性的力量才是辩证运动活的灵魂。蒲鲁东辩证法的 “正、反、

合”逻辑只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统一以及社会历史中协调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辩证运动
的实质是对现存事物的否定。也就是说，矛盾统一体中否定性的力量才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
的决定性力量。否定性力量在蒲鲁东那里属于 “坏的方面”，是辩证运动中应该被消灭的对
象，他认为只有消灭 “坏的方面”并保留 “好的方面”，即把一个观念作为另一个观念的消毒
剂，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恰恰相反，黑格尔辩证法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进正
是从否定而不是肯定的方面发展出来的，分裂和斗争才是辩证运动的内在源动力⑥。按照蒲鲁
东的理解，对立、分裂、斗争都是 “坏的方面”，都应该被取消，但这种认识只能是一厢情愿
的幻想和纯粹抽象罢了。与之相反，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把 “坏的方面”作为推动历
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加以肯定。他举例道，在封建社会，如果新兴资产阶级只看到淳朴的田园
风光、封建主们伟大的德行，而看不到封建特权、佃农、零散劳动等等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

０８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８ 年第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琳：《历史辩证法的建构与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载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９９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７页。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０页。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３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９页。



应的 “坏的方面”，就不可能有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样，资
产阶级从诞生时期，就包含着一个从封建时代残存的无产者 （“坏的方面”），经过资本主义大
工业的发展，从其胞胎发展出了现代无产阶级，正是这一新的历史主体推动社会走向更高形
态———生产力的发展即源于阶级对抗①。因此，马克思深刻指出，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最终
融合出新事物才是辩证运动，如果消除了 “坏的方面”，不允许否定性力量的发展，那就相当
于切断了辩证运动②。

二、对辩证法逻辑起点的把握：二元割裂与矛盾共同体

蒲鲁东将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割裂为二元对立，即 “自我与非我、精神和物质、灵魂和
肉体”③，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则是各种概念范畴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比如 “劳
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特权、竞争与垄断、共有制与私有制、平民与贵族、国家与公民、联
合与个人主义”④。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矛盾共同体，“这种本有的东西是
潜在的，因为它以思维中的统一为形式；它也可以说是现实的，因为它以存在着的统一为形
式”⑤。正如经济活动与人的关系：人生活在经济活动之中，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与此同
时，经济活动也塑造了人，经济运动就是人的本质和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生成过程。马克思
举例说，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虽是自主意愿，但是决定这个意愿的却是他们的社会地位，

因此消费并不比生产更自由⑥。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人的抽象，而是作为对立面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而在蒲鲁东这里，由于他将辩证
运动的逻辑起点通过理性抽象设定为二元对立，故而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和实在性就被彻
底抽象掉了。

马克思辩证法在逻辑起点上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首先，他承认矛盾共同体是辩
证发展的 “本有”，蕴含着现实性与潜在性的矛盾，历史就是在否定和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中
展现生命进程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哲学的贫困》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作为否定因素天然
地包含在封建社会之中，而资本主义在蕴含自身肯定因素的同时也生产否定自身的因素，在
生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压迫的力量⑦，贫富差距、生产
过剩、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伴侣，其最终命运就取决于这个矛盾共同体内部两股力量的
辩证运动。其次，马克思找到了 “本有”最本质的内涵，那就是在具体的、感性的、历史中
的人的实践活动。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自觉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生产如何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运行，以及这些生产关系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至此，在辩证法的逻辑起点
上，马克思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放在一起同时进行批判，完成了对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一切旧辩证法的扬弃和超越；它不再是黑格尔抽象的、思辨的辩证法的继续，而是历
史的真正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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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辩证法的演绎：合而为一与对立统一

在黑格尔那里虽然历史成了 “精神现象学”，是围绕 “绝对精神”而展开的观念的、思辨

的、抽象的历史，但是却揭示出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运动的根本特征。而蒲鲁东的辩证法演

绎过程实际上是分裂———消灭对立面———同一，因为他把各个环节、所有观念都看成一般抽

象，不承认辩证法是现实和历史生命力的体现，只把它当成了到达真理境地的 “脚手架”。所

以，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对辩证法的演绎从来没有超越正题和反题这个简单的头两级①，没

有达到新生的 “合”，实际上无法到达真理的境地。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基于唯物史观的改造，将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改

造为 “肯定、否定、不断否定”②，确立了否定的绝对性和肯定的相对性，由此形成一个完整

而开放的逻辑体系。首先，历史是多元统一的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历史本身所蕴

含的否定力量。如果否认历史的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对象化，那么必然会到历史之外去寻找

历史发展的动力，其结果是将历史与人及其感性的实践割裂。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将

历史的 “剧中人”与 “剧作者”统一于一身，人与世界本就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人对

世界的改造就是对现实的不断否定；而蒲鲁东只能简单认识到前一层次，无法达到后一层次。

其次，历史是否定性力量对肯定性方面的不断扬弃。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

类社会至今的发展史就是处于剥削压迫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以及工人阶级不

断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从辩证法视角看，这种 “阶级对抗”是历史的辩证法的自我排斥、

异化、对象化过程，也是自我扬弃的实现环节，后来 《共产党宣言》中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在此处已呼之欲出了。最后，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基于开放向度的

自我回归，即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实现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统一于人自身。因此，

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但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 “绝对理性”的独断与蒲鲁东辩证法

的神秘主义，而且突破了形而上学封闭而昏暗的体系，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自身发展过程

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进行否定的力量的历史进步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在批判中逐渐生成

恩格斯对 《哲学的贫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

通过该著 “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③。有学者认为，在这部著

作中，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④。《哲

学的贫困》之所以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以整体面貌出现，其重要原因在于方法论上突破了黑格

尔辩证法的局限，形成了辩证法的唯物论逻辑。这个辩证法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政治经济学

研究置于具体的、鲜活的、统一的历史情境中，把研究对象确定为 “不断出场”的人类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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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政治经济学至此已不再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换言之，辩证法到马克思这里，并不存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批判与未来建构的二元

对立和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而是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 “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①，第一次真

正完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和历史的自洽，形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一）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性活动：物质生产实践
所谓物质生产实践，首先是实践。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的、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也是各种理论、观念得以形成的基本来源

和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为对象、相

互影响，由此自然成为 “社会的自然” （或 “历史的自然”），社会成为 “自然的社会”，历史

成为 “自然的历史”。简言之，实践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 “为我而存在”② 的否定性的矛盾

关系，这就从根本上科学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而使唯物主义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唯物论与辩证法也因此结合起来③。其次是物质生产

实践。它是所有人类实践活动中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

实践体现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鲜明地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财富

与劳动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的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肯定了生产力的最终决

定作用，从而也就找到了辩证法理论的最现实的批判力量。再次，思想认识不过是一定社会

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

因此，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实际上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展开，而历史辩证法则是社会物质生产

实践规律在逻辑上的抽象。

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批判了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

的谬误；通过强调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将其还原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与人

之间的感性活动，批判了蒲鲁东以交换价值的平等特性 （“交换”也有自身发展史），从而企

图用交换价值与成本价值的对等来消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天真幻想④；通过肯定 “否

定性力量”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大势，从而超越了黑格尔和蒲鲁东把一切人和事物都抽象为

逻辑范畴、只能在思维世界中回归人本身的悲观，对创造新世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生动

地证明了人类存在的实践性就是社会历史全部矛盾性的根源。综而言之，通过将人类历史的

考察置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将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统一

起来，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整体性的内在统一。

（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发展史
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 “分工和机器”为例，较为明晰地论证了生产如何在特

定的关系之下运行的过程；证明了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反过来影

响生产力发展水平，两者的辩证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首先，“分工”不是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从来就有的、单纯的、抽象的范畴，而

是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的产物，它属于生产关系。其次， “机器”是 “一种生产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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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是 “机器”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分工”规模的扩大、细致程度的加深，使 “机器”

加快了工具的集合，建立了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使生产
向外扩张，走向了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关系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反过来又优化了生产关系。最后，“分工”和 “机器”相互作用，互为促进。“分工”的目的是扩
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改进了 “机器”；而 “机器”的发明又促进了分工的扩大，且使旧的分
工消失，新的分工产生。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不仅包含劳动工具，而且包含了劳动者
本身，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因此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行了总结性概括：“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
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

（三）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追问：历史的主体及未来社会发展前景
在 《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将黑格尔的 “绝对理性”分解为自由意志、公正平等和上

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终将在 “好的方面”战胜 “坏的方面”中得到永恒，“一切都在为这
场庄严的复兴作准备，一切都在宣告虚构的王国已经过时，社会行将回复到如实反映其本性
的状态”②。实际上，这种乌托邦理想只能存在于抽象的意念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
东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了黑格尔曾经为宗教、法学等做过的事情③。蒲鲁东力图通过
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历史的本质和通往未来之路，但不幸的是，由于他辩证法的不彻底，

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黑格尔哲学的窠臼。他所谓 “合题”只能寄希望于上帝之手，历史在他那
里没有找到科学的出路。正如马克思所言，这反映出蒲鲁东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重回中世纪、重回手工作坊之中做手工业师傅与学徒之外，

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④。因此，对于蒲鲁东而言，历史只有客体，没有主体，历史的 “剧作
者”另有其人。而马克思则认为，只要我们把处在自然和社会这双重关系中的 “现实的个人”

视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那就找到了历史的主体；只有找到历史的真正主体，

才能找到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既是现实的，又是潜在的。马克思通过历
史分析，发现机器大工业把大批无产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利益诉求，现
代生产力呼唤新的生产关系，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即潜藏于现实之中。经济斗争、罢工、工
会组织等现实的工人阶级运动，慢慢使无产阶级群众成为 “自为的阶级”⑤，具有社会主义觉
悟，从而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蒲鲁东两种辩证法的交锋，表面上看是方法论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人对
时代精神的把握不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取决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而时代精神和主
要矛盾这两者又都植根于社会实践。很显然，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深
刻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把握了时代精神，找到了解决时代问题的 “总钥
匙”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蒲鲁东以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来投射现实，因此注定解释不了 “贫
困的哲学”，而只能反证自己是 “哲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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